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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事实构成进路是传统的合同履行障碍法律规制体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合同履行障碍的类型也不断

增加，事实构成进路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法律效果进路这一新的合同履行障碍规制体系

可以很好地弥补事实构成进路的缺陷，从事实构成进路向法律效果进路转变也已成为当今各国合同履行

障碍法的立法趋势。从我国目前立法规定来看，我国对合同履行障碍的立法兼采了事实构成进路和法律

效果进路，这会使得我国立法下合同履行障碍的解决机制不够明确。在对合同履行障碍的法律解决机制

进行思考和重构时，应采用法律效果进路，用“不履行”和“义务违反”作为连接点来囊括各种不同类

型的合同履行障碍，在赋予不同类型的合同履行障碍较为统一的救济手段的同时，对各种救济手段行使

的条件和范围加以规定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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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ause approach is the traditional legal regulation system of obstacles to the performance of 
con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types of obstacles to the performance 
of contract are also increasing. The cause approach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remedy approach, as a new regulation system of obstacles to the performance 
of contract, can make up for the defects of the cause approach.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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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to the remedy approach has also become the legislative trend of the law of obstacles to 
the performance of contract in various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current legisla-
tive provisions, China’s legislation on the obstacles to the performance of contract adopts both the 
cause approach and the remedy approach, which will make the solution mechanism of the obstacles 
to the performance of contract under China’s legislation unclear. When considering and recon-
structing the legal solution mechanism of obstacles to the performance of contract, we should adopt 
the remedy approach, using “non performance” and “breach of obligation” as the connection point 
to include various types of obstacles to the performance of contract, and specify the conditions as 
well as limit the scope of various remedies while giving different types of obstacles more unified 
reme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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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同履行障碍的传统规制体系——事实构成进路 

1.1. 事实构成进路的含义 

传统的立法思想以及法学学说认为，导致合同履行障碍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由此产生的合同履行

障碍的类型也多种多样，我们不可能用一个统一且概括的法律规定对合同履行障碍这一法律问题进行解

决，必须将导致合同履行障碍产生的原因以及不同的合同履行障碍类型进行梳理、分类，再根据合同履

行障碍类型的不同构建不同的法律规范、赋予其不同的法律效果。即，事实构成进路的思考的路径是，

用法律制度的多样性和相异性来应对合同履行障碍的渊源和形态的多样性以及当事人利益的多样性和复

杂性[1]。采用这种模式对合同履行障碍问题进行调整，起源于罗马法时期。罗马法在处理不履行合同有

关的争议时，就已经发现履行不能和履行迟延这两种形态的合同履行障碍在产生原因以及法律后果上会

有很大的不同，并对这种差异和不同予以了深入的研究和阐释[2]。1804 年的《法国民法典》在立法时对

罗马法的事实构成进路的传统予以了沿用。1900 年《德国民法典》也沿袭了这一思路，并进一步发展，

在立法时将履行障碍分为“履行不能”和“迟延履行”这两种具体的情形，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情形所导

致的不同的法律后果进行规定，使得“履行不能”成为履行障碍法的核心[3]。 

1.2. 事实构成进路的局限性 

事实构成进路的学说主张要在立法上根据合同履行障碍形态的不同来赋予其不同的法律后果和救济

手段。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往来和经济交易的形态和样貌变得越来越丰富，合同履行障碍

的形态也会随之增加，立法上很难对所有的合同履行障碍形态进行穷尽，事实构成进路这一解决机制有

其内在的局限性和缺陷。随着“瑕疵履行”这一履行障碍形态的出现，传统的事实构成进路的局限性愈

发显现。 
所谓“瑕疵履行”是指，合同一方已经积极履行了合同中的义务，但是，这种履行与合同约定不符，

进而侵害了合同相对方的债权。1900 年的《德国民法典》沿袭罗马法事实构成进路的思路和传统，将合

同履行障碍进行了“履行不能”和“履行迟延”这两种形态的划分，然而，不论是“履行不能”还是“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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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迟延”，其核心都是债务人应当履行合同义务而不履行，是一种“不作为”，是在用消极的方式来侵

害合同相对方的债权；而瑕疵履行却是合同一方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它是一种“作为”，是“不应为

却为之”，是在用积极方式来侵害债权，其无法被《德国民法典》中对合同履行障碍的形态进行的两种

类型的划分所囊括。德国的著名律师史韬伯也分析并研究了《德国民法典》施行后产生的 15 个瑕疵履行

的典型案例，认为《德国民法典》中将合同履行障碍划分为“履行不能”和“迟延履行”的规定无法解

决瑕疵履行这一积极侵害债权的情况，他认为，这种将合同履行障碍的形态进行划分的方法忽视了对违

反诚实信用原则的不妥善、不正确地履行合同义务的违约行为进行规定，这种划分方法不够科学，是一

个法律漏洞[4]。史韬伯律师的学说和观点引起了法学界巨大的轰动，德国的学者也将其观点和学说称之

为“法学上伟大的发现”[5]。 
瑕疵履行(积极侵害债权)的出现已经充分说明，我们很难甚至是不可能在立法上通过对合同履行障碍

的形态进行划分和罗列的方式将所有的履行障碍的形态予以囊括和穷尽；采取这种立法模式，每当现实

生活中出现一个新的合同履行障碍的形态，我们就要相应地对立法进行修改和补充，以使得立法能够适

应社会现实的需要，这会造成立法资源极大浪费。与此同时，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判例的方式来对新的合

同履行障碍的形态予以规定和解决也不是一个好的方法，这将会给司法实践带来很大困难[6]。即使使用

判例的方法，也无法使人能够信服其可以解决立法中存在的缺陷。因此，想要实质上对事实构成进路解

决机制的缺陷进行弥补并解决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就要探索出一条新的合同履行障碍的规范体系

——法律效果进路规范体系。 

2. 合同履行障碍的现代规制体系——法律效果进路 

2.1. 法律效果进路的含义 

所谓法律效果进路是指，在立法时，对于合同履行障碍的各种形态不进行具体的细节的划分，而是

对合同履行障碍的客观的事实构成进行概括性的规定和抽象化的描述，以使得这种规定或描述能够囊括

所有的合同履行障碍的情形，并对其所囊括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合同履行障碍赋予比较统一的救济效果。

具体来说，就是在立法时，首先要确定，在发生合同履行障碍时，合同当事人可以采取的救济手段和拥

有的救济权利，其次，再对各种救济手段的行使应该满足的条件进行规定和限制。 

2.2. 法律效果进路与事实构成进路的差异及其内在优势 

2.2.1. 法律效果进路与事实构成进路的差异 
事实构成进路是传统大陆法系合同履行障碍法的典型救济模式。在大陆法系下，其认为债权债务关

系的约束力就来源于强制取得的责任关系[7]。在面对合同履行障碍这一法律问题时，立法者从债务人的

角度出发，对合同履行障碍的各种形态进行划分，强调债务人在不同违约形态以及履行障碍形态下的法

律责任。法律效果进路则是英美法系合同履行障碍法的典型救济模式。在英美法系下，其认为救济和权

利是相伴而生的，没有救济则没有权利，因此，在面对合同履行障碍这一法律问题时，便从债权人的角

度出发，赋予债权人在合同履行障碍时所能享有的各项救济权利和救济手段，并对各项救济权利和救济

手段行使的条件和范围加以规定和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采用法律效果进路解决合同履行障碍问题的核心是强调赋予债权人面对合同履行障

碍时享有的各项救济权利，但是，在对各项救济权利的行使条件和范围进行规定和限制时，可能也会涉

及到对合同履行障碍形态或者违约形态的划分，但是违约形态的划分只是在界定各项救济权利的行使条

件时起到辅助性的作用。因此，立法采取法律效果进路的解决机制与立法中出现违约形态或合同履行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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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形态的划分是不矛盾的，不能因为立法中出现违约形态的划分而否认其采用了法律效果进路的履行障

碍解决机制。 

2.2.2. 法律效果进路的内在优势 
如前所述，事实构成进路的核心在于对违约形态或合同履行障碍的形态进行划分，那么，随着经济

社会的发展，一旦出现了现存立法中所未规定的新的形态的合同履行障碍，那么法律规定将无法对这类

新型的合同履行障碍加以规范和解决；而法律效果进路并不注重对违约形态或者合同履行障碍的形态进

行划分，而是概括性地对合同履行障碍进行界定，并从债权人的视角出发，赋予债权人在面对合同履行

障碍时所享有的各项救济权利，由于立法对于合同履行障碍的界定是概括的、抽象的，因此，即使社会

生活中出现了新的形态的合同履行障碍，其仍可以被纳入到立法中所规定的合同履行障碍的范畴中，进

而使得债权人面对新的合同履行障碍形态或违约形态，仍然可以使用立法中所规定的各项救济权利和救

济手段，以维护自身的权益。因此，法律效果进路相对于事实构成进路，是更为科学、合理、有效的合

同履行障碍解决机制。 

3. 我国合同履行障碍规制体系的现状及缺陷 

3.1. 我国合同履行障碍规制体系的现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577 条的立法规定，可以认为，在我国立法下，我们所采用的是

合同履行障碍的法律效果进路的规制机制，即用“不履行”和“履行不符约定”来对合同履行障碍的形

态进行描述和抽象概括，赋予债权人在合同履行障碍的情况下请求违约的相对方继续履行合同、采取补

救措施以及赔偿自身损失等各项救济权利。但是，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在第 579 条、第 580 条、

在第 582 条又分别规定了合同一方不履行金钱债务、不履行非金钱债务、以及瑕疵履行这三种不同的

违约形态下的违约责任，从这一层面看，我国《民法典》的规定似乎又有意地对合同履行障碍的违约

形态进行区分并相应地赋予其不同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因此，我国对合同履行障碍的立法又似乎

并没有抛弃合同履行障碍的事实构成进路的解决机制。事实上，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在合同履

行障碍这一问题上，我国立法分为了两个层次：第一层，从法律效果进路的机制出发，赋予债权人在

合同履行障碍时的各项救济权利，并在该层次下将合同履行障碍划分为了“不履行”和“不完全履行”；

第二层，从事实构成进路的角度出发，将合同履行障碍的“不履行”和“不完全履行”进行进一步的细

分。因此，在我国立法下，对于合同履行障碍的问题，兼采了事实构成进路和法律效果进路两种解决机

制。 

3.2. 我国合同履行障碍规制体系的缺陷 

从学理上讲，合同履行障碍的类型有很多[8]，包括拒绝履行、履行迟延等；合同履行障碍的解决方

式也有很多，例如请求解除合同、实际履行等。我国立法中虽然对于拒绝履行、迟延履行、情势变更、

不可抗力等合同履行障碍的情形的具体认定及其法律后果作出了相应规定，但是，这些规定都是散见于

《民法典》的各个条文中，在立法中，并没有将合同履行障碍的类型以及解决方式进行统一、有序、清

晰地梳理和罗列。对于不能对各种合同履行障碍的情形进行准确适用的当事人来说，在立法中对合同履

行障碍的情形以及解决方式进行统一地归纳是十分有必要的，也是一个上上之选[9]。 
此外，我国《民法典》中对合同履行障碍的解决机制兼采了事实构成进路和法律效果进路，这会使

得我国立法下合同履行障碍的体系和解决机制不够明确。在面对不同的合同履行障碍形态时，立法无法

提供十分精确的规范加以调整和救济，某些救济规则甚至出现了与合同履行障碍救济的理论相冲突的情

况[10]。因此，在立法上对合同履行障碍的规则体系进行重新的思考和建构是十分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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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国合同履行障碍规制体系的重构 

4.1. 合同履行障碍的规制体系应采取法律效果进路 

如前所述，合同履行障碍事实构成进路的解决机制已经无法适应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变化。与此同

时，某一个合同履行障碍的救济手段往往可以适用于很多不同的合同履行障碍的形态，如果立法在每一

种违约形态下都对这些违约补救手段进行一次规定，那么必然会导致立法过于复杂和繁琐，产生许多不

必要的重复[11]。法律效果进路则可以很好的弥补事实构成进路的缺陷，它既可以使得立法能够适应社会

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新的合同履行障碍形态和违约形态，又可以避免立法的重复和繁琐。 
与此同时，考察当今合同履行障碍解决机制的立法趋势，可以看到，不论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

合同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等国际上通用的民商事合同公约，还是美国《统一商法典》、新《德

国民法典》等国内民商事法律规范，都或采用了合同履行障碍的法律效果进路的解决机制[12]，或对原先

的事实构成进路的解决机制进行了修正[13]。因此，从合同履行障碍的事实构成进路向合同履行障碍的法

律效果进路进行转变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大趋势，国际条约以及外国法的实践已经充分地说明法律效果

进路是应对合同履行障碍的一个有效的解决机制，其合理性和妥适性已经是一个无需再进行验证的范畴。 

4.2. 采用“不履行”和“义务违反”作为连接点 

合同履行障碍的法律效果进路解决机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在立法上对“合同履行障碍”这一客

观的事实构成进行抽象化和概括性的描述，使其能够涵盖所有的合同履行障碍的情形，由此赋予其较为

统一的法律后果和救济手段。考察《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新《德

国民法典》等国际条约和外国法规定，多采用“不履行”或“义务违反”作为连接点来对合同履行障碍

的情形进行抽象化的概括。 
所谓“不履行”，从字面的意思来看，应该理解为合同一方当事人根本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即，

义务的履行根本没有发生。因此诸如迟延履行、部分履行、瑕疵履行等违约形态就无法纳入到该词的词

义所涵盖的范畴中，因为在这些违约形态下，义务的履行已经发生，只是这种履行因为履行内容上的不

全面、履行时间上的不及时或履行质量上的不达标等原因而不符合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14]，不符合债之

主旨，是一种没有达到全面履行结果的违约情形[15]；与此同时，对于附随义务而言，其只有被侵害或者

被违反时才能够显现，即，附随义务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义务履行期限的，其只能被违反或侵害而不能被

履行，因此，“不履行”一词也无法涵盖附随义务被违反或侵害而产生的合同履行障碍的情形。 
针对“不履行”一词的局限性，国际合同法规范通常的做法是采用法律规定的方式对“不履行”一

词的内涵进行扩充，以弥补该词在语义上的先天的缺陷。国际立法以及他国立法中都规定，所谓“不履

行”，要从更加广义的角度去理解，其不仅仅包括义务履行根本没有发生的“完全不履行”的情形，也

包括瑕疵履行、迟延履行等义务履行已经发生但是没有达到全面履行的情形；同时，“不履行”既包括

可以归责于合同违约方的不履行，也包括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不能归结于合同违约方的不履行。即，可

以通过立法的方式赋予“不履行”一词较为宽泛的涵义，使得其可以囊括各种合同履行障碍的情形。 
“义务违反”是合同履行障碍法律效果进路解决机制中除了“不履行”之外的另一个普遍适用的连

接点。根据新《德国民法典》的规定，“义务违反”成为履行障碍的统一的基本构成要件。所谓的“义

务违反”是指，债务人的行为与债权债务关系的要求不相符，其行为未满足债权债务关系中义务的内容。

“义务违反”作为连接点可以很好地弥补“不履行”在语义上的缺陷，因为其可以将根本没有履行合同

义务的情形和迟延履行以及瑕疵履行等义务“未完全履行”的情形都囊括在其语义的范畴之内，而不需

要再通过立法对其语义的内涵进行解释和扩充。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义务违反”一词虽然在弥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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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履行”的语义的缺陷，使得“完全不履行”和“不完全履行”的违约情形都被囊括了起来，但是其

自身也有另一个予以缺陷：所谓“违反”，意指合同履行障碍是可归责于债务人的，这就将不可归责于

债务人的合同履行障碍排除在了其语义的范畴之外，这是不够科学的[16]。事实上，对于“义务违反”这

一连接点的语义缺陷，也同样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加以解决，使得其可以囊括所有的合同履行障碍的情

形。例如，德国的立法理由书中就曾经强调过“义务违反”一词的概念的客观性，强调义务违反指的是

债务人在客观上未圆满履行自己的义务，是指债务人的行为在客观上不适合债权债务关系，而不论在主

观上该合同履行障碍是否可以归责于债务人。 
综上，不论是“不履行”还是“义务违反”，他们在语义上都具有各自的缺陷，但是，这种语义上

的缺陷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进行弥补，这种缺陷并不会影响他们成为立法上合同履行障碍的连接点。与

此同时，“如果用“不履行”和“义务违反”这两个词来共同对合同履行障碍的各种情形进行概括性描

述，那么它们就可以互相弥补各自在语义上的缺陷，即：当合同履行障碍是由于合同义务的“不完全履

行”或者附随义务的违反而产生时，可以用“义务违反”作为连接点将这种合同履行障碍囊括进语义范

畴；当由于不可抗力或者情势变更等客观原因导致合同履行障碍，此时合同履行障碍不可归责于合同当

事人，那么此时则可以用“不履行”作为连接点将合同履行障碍囊括进其语义范畴。新《德国民法典》

第 281 条和第 323 条的法律规定已然说明了其对合同履行障碍这一法律术语采取了“不履行”和“义务

违反”两个概念来共同进行界定，这为在界定合同履行障碍上采用双连接点提供了现实的依据，也说明

这种双连接点是可行的。我国立法对合同履行障碍进行连接点的构建时，也可以采用“不履行”和“义

务违反”的双重标准对合同履行障碍进行界定，将各种不同情形的合同履行障碍囊括进语义范畴。 

4.3. 明确合同当事人享有的救济权利及适用条件 

合同履行障碍法律效果进路的解决机制下，在用“不履行”以及“义务违反”两个连接点对合同履

行障碍的各种情形进行抽象的概括后，应赋予各种不同类型的合同履行障碍较为统一的救济效果。 
首先，要在立法中明确合同当事人在合同履行障碍的各种情形下所能采取的救济权利和救济手段。

在不同的法系和国家下，合同履行障碍救济手段的种类都不尽相同[17]。必须在立法中对这些救济权利和

救济手段进行较为统一、有序、清晰地梳理和罗列。 
其次，要对不同的救济手段的行使条件进行规定和限制。例如，对于抗辩权这一种救济手段来说，

三种不同类型的抗辩权的行使主体都有一定的要求和限制；除此以外，“不安抗辩权”的行使还要求先

履行合同的一方有证据证明后履行合同的一方可能会丧失履约能力[18]；再如，对于请求实际履行这一个

救济手段，如果出现了法律上不能履行或事实上的不能履行或者由于债务性质而不适于强制对方实际履

行等情况，则实际履行这一救济手段则不能适用。法律对于各种不同救济手段的行使条件和限制应在立

法中予以统一和明确地规定。 
最后，对于各种救济手段之间的关系而言，合同履行障碍的救济手段大部分是可以一起适用的，但

是也有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例如，实际履行和合同解除在适用上是相互排斥的；再如，合同解除不影

响损害赔偿、违约金等违约责任，合同解除和违约责任的并用已经被当代学者从功能角度和效果角度这

两个角度进行了证成[19]，也得到了立法的确认；再如，主张违约金和主张定金这两项权利是竞合的，权

利人应当择一行使[20]。对于不同的救济手段之间的关系以及其是否可以同时行使，在立法中也应明确地

系统地进行规定。 

4.4. 采用法律效果进路并不排斥在立法中对履行障碍形态进行分类和梳理 

如前所述，采用法律效果进路的合同履行障碍解决机制并不排斥在立法中对合同履行障碍的各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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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进行梳理和罗列，且立法在对合同当事人面对合同履行障碍的各种救济手段限定行使条件时，也不可

避免地会对合同履行障碍形态进行划分，此种划分仅仅是为了更好地限定和理解各种履行障碍救济手段

行使的条件，与法律效果进路的解决机制并不冲突。因此，我们在立法中对合同履行障碍的解决机制进

行构建时，在一级的层面上应采取“不履行”和“义务违反”这两个连接点对合同履行障碍的形态进行

抽象概括并赋予较为统一的法律后果和救济手段；而在二级层面上，在对合同履行障碍的各种救济手段

的行使条件和范围以及相互关系进行界定时，可以进一步对合同履行障碍进行不同类型的划分。 

5. 结语 

在对合同履行障碍进行法律规制时，法律效果进路相比于传统的事实构成进路而言，其可以更好地

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变化发展的需要，也可以避免立法的复杂和琐碎，显现出了很大的优势，从事实构成

进路向法律效果进路进行转变也成为了各国和国际上合同履行障碍法的立法趋势。我国立法下对合同履

行障碍这一法律问题的规制兼采事实构成进路和法律效果进路，这使得合同履行障碍的体系和解决机制

不够明确。在对我国合同履行障碍的法律解决机制进行思考和重构时，应采取法律效果进路，在一级层

面上，将“不履行”和“义务违反”作为连接点来囊括各种合同履行障碍形态并赋予其较为统一的救济

效果；在二级层面上，对合同履行障碍不同的救济手段和救济权利行使的条件和范围加以规定和限定，

在对救济权利和救济手段的行使条件和范围进行规定和限定的过程中，可以将合同履行障碍形态的进一

步细分作为辅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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